意识及其引发的科学文化争论

去听周二晚上的讲座还很是费了一番周折，看在和这门课着实很有缘的份上，还是不辞辛苦的辗转到了逸夫科技楼。

潘教授说话挺真诚的，是个比较“敢说”的知识分子，对于意识的定义、理解也比较接近日常生活中常人的理解，而不是照搬了一堆哲学、心理学的术语定义。可能在一些人文学科的人看来有些片面，但是从我个人角度而言，这样的定义更加实际，也更加亲切。 

意识是什么？在潘教授看来，一个人觉察到自己看到什么，自己在想什么，这都是意识。意识具有主观性，虽然意识本身是客观存在的。从行为可以判断一个人有意识，但不能量化。

自然科学研究客观存在的东西，如材料、分子，既然意识的客观存在性不容置疑，那么对于意识的研究也属于科学研究的领域范畴。

许多著名的科学家，如发现DNA双螺旋结构的克里克， 和我国的唐孝威院士都在晚年开始研究“意识”本身的诸多问题。

意识最早是归于心理学领域。人类对于意识的探索之旅，如果从科学史的角度而言，可以追溯到100多年以前，弗洛伊德、冯特等人用实验的方法开始研究心理学的年代。其后到了19世纪后半期，由于化学这一当时的新兴学科非常流行，人们开始试图用各种结构来分类，于是结构类型主义开始在意识的研究领域占主导地位。但是因为这种方法并没有客观标准，被20世纪初的行为主义代替，走向了另外一个极端。

随着医学领域的发展和检测手段的多元化，心理学逐渐和神经科学，脑科学相联系。20世纪50年代开始，产生了认知科学，认为大脑的某一部分专门处理某一功能或者行为，比如人感到兴奋时，大脑的一个特定部位血液流量会显著加快，说明这一部分是控制人的情绪。

随着20世纪后半期，信息技术的革命，心理学研究开始和计算机科学相联系，1930年代图林机的发明。同时诸多理论如信息论就是从通信而来；维纳所提出的控制论，就阐述了生物和机器的控制和平衡；总而言之，信息处理已成为现代心理学的一个重要特征。

意识逐渐脱离它神秘的面纱，走下唯心主义者的神殿，慢慢成为科学殿堂的一员。

潘教授同时也列举了许多关于意识的例子，比如骑车，开始学习的时候是有意识的，熟练后就成了无意识了。又如写字、记忆是无意识的。

意识的容量非常小，一次只能想一件事，速度慢。无意识的快，无意识需要局部区域，像模块，可以是无意识的。有意识的需要比较大的区域，像很多计算机相连。

在一些医学研究中出现的特别病例，如盲视，右脑部份区域受损；裂脑，即胼胝体被切去，那么一个人即使在左视场看到了物体，但是语言不能把该物体的名称口述出来，就是由于两边大脑不联结。

在讲座接近尾声的时候，台下的学生就意识的定义问题，提出了不同的看法，认为意识是客观世界在人脑中的反映，而不是人的主观认识。明显的，这是意识在哲学中的一种定义，而提出不同看法的，正是文科背景的学生。

对于同一命题各人有不同的看法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无论是对同一命题还是对方领域，我发现一个长久以来的矛盾：研究自然科学和自然哲学的人之间，有一条充满互不理解的鸿沟。

潘教授毫无顾忌的表达了对哲学的观点：在对哲学有了一些了解之后，对于哲学所做的研究基本持否定态度。

而台下学生对于潘教授对于意识的定义也并不苟同。

这样的矛盾争论让我想起了1959年英国学者斯诺在剑桥大学所做的题为“两种文化与科学革命”。斯诺在这次演讲中，首先指出，他相信整个西方社会的知识分子日益被分化成两极的群体：科学家和人文学家。非科学家大都认为科学傲慢自大，科学家是肤浅的乐观主义者，不知道人类的情况，而科学家则认为人文学者完全缺乏远见，尤其是不关心他们的同胞。

斯诺在详细地论证了科学文化和人文文化这两种对立的文化的存在之后，明确地指出这种文化上的分裂将会给社会带来巨大的损失。因为文化的分裂会使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再也无法在同一水平上共同就任何重大社会问题开展认真的讨论。

因此，要改变这种状况，只有一条出路，即改变我们的教育。

萨顿说过：“科学史的主要任务就是建造桥梁——在国际间建造起桥梁，而且同样重要的是，在每个国家之内，在生活和技术之间，在科学和人文科学之间建造起桥梁。”

学习科学技术史，逐渐理解科学思想随时间的变革，以及这些思想的本质和它们所得到的是怎样受用到了社会、道德、精神和文化环境的影响，而它们是在这样的环境中发展起来的；在这个过程中，开始认识到科学虽然是对经验进行思考的一种重要方式，却不是唯一的方式。

以我所欣赏的著名化学家奥斯特瓦尔德的话作结：自然科学和自然哲学不是两个天然排斥的领域。他们住在一起。他们是通向同一目标的两条道路。

回到意识这个话题：意识既是主观的，又是客观存在的。意识既虚无缥缈，又充斥于我们的头脑，我们的生活。既是科学的，又是人文的。

讲座的后半段，潘教授谈到了一些科研的政策现状，

（张宇婷）

